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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用典”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
———评《用典研究》

吴 礼 权

“用典”名称的由来 ,肇始于元人王构的《修辞鉴衡》。但是 ,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 , 才有金兆梓氏重提“用典”这一

名称。之后 ,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 ,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 ,赵克勤在论及古汉语修辞法时才再提“用典”一语 ,并将其

作为古代汉语修辞法的一种。在此之后 ,又无人再提“用典”这个名称了。 20 世纪 90 年代 , 笔者在博士论文《委婉修辞

研究》中明确定义说:“`用典' , 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手法。”到了 21 世纪初 , 笔者在所

著《修辞心理学》中 ,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定义[ 1](第 226 页)。

虽然笔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对用典修辞格予以强调和研究。但由于中国修辞学研究队伍的现状是 , 研习现

代汉语者居绝对多数 ,对于用典修辞研究大家不免望而却步 , 跟进者很少。不过 , 到了 2005 年底 , 当武汉大学出版社以

“武汉大学学术丛书”的形式隆重推出罗积勇教授的新著《用典研究》之后 , 情况就有所改变了。细读罗积勇教授的《用典

研究》 , 发现他在注重用典的修辞效果上与笔者不谋而合 , 只是相比于笔者的研究 ,罗积勇教授在“用典”研究方面远比笔

者深入得多。笔者对“用典”的研究主要是在论文或著作中为讨论委婉修辞表现形态时顺便提到 , 略一带过。而罗积勇

教授则是以一本博士论文的形式来做 ,现在又修改而成这样一部系统的著作 ,这确实是后出转精。

何以这样说?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证明。

首先 ,本书对于“用典”的定义比较科学。其定义是:“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 , 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

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 ,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。” [ 2](第 2 页)如果仅仅定义到此 , 那么与前此的其他各家的定义也无多大

区别。可喜的是 ,作者并非到此为止 , 而是通过三组十个例证的详细分析 , 指出“引用典故 , 关键不在`引' , 而在于`用' ,

即引来之后是否为我所用 ,是否产生了或例证 、或比较 、或替代的功用。” [ 2] (第 8 页)很明显 , 这种概括是有分量的 ,也是

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。然而 ,作者还不止于此 , 又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并非“用典”的五种情况。 它们分别是:“第一 ,为解

释某个古代故事 、言辞而不得不提到这个故事 、言辞的 , 不能算用典。”“第二 , 对古代的某个人 、某件事加以评论的 ,一般

不能算用典。”“第三 , 对某个地方(包括名胜古迹)曾发生的故事 、曾流行的传说加以记录 、追忆的文章 , 以及某些没有明

确的言外之意的怀古诗文 ,均不能算用典。”“第四 ,沿用自古以来的平常词语者不能算是用典。”“第五 , 模仿古人的思维

方式或古人观察和描写事物的角度而组织词语 、句子 、句群者 ,不得视为用典。” [ 2](第 9 , 10 页)这五种例外情况的指出 ,

对于廓清用典与非用典的界限 ,使用典研究严格限定在科学的修辞学范围 , 是有重要意义的。特别是第四点关于“沿用

自古以来的平常词语者”算不算用典 , 作者提出的两条理由非常有说服力 。其一是认为平常词语只在理性意义上沿用 ,

并无语境引用的关涉。并举了“目送”一词为例。明人钱希言《戏瑕》卷二《目送》条曰:“`目送飞鸿 ,手挥五弦。' 此晋嵇叔

夜五言诗也。 ……然目送二字实有本。《左传》宋华督见孔父之妻 ,目逆而送之 , 曰:̀美而艳。' ” 作者认为钱希言说“目

送”源自《左传》宋华督见孔父之妻这一故事有一定道理 ,但说晋人嵇康所用的“目送”就是用典 , 则不准确。“因为对于目

光久久凝望离去的人或物 ,汉族人喜欢形象地理解为目光随送 , 故《左传》可以这样说 , 其他的人(包括后来的人)也自会

这样说 ,并且最重要的是 , 后来人说`目送' ,并没有引入半点华督贪色故事的语境。” [ 2](第 10 页)其二是认为“虽曾是典

故 ,但已完全变成平常词汇语言 , 大众使用它时 ,一般不联想起它的词源。使用这样的词 ,也不能算用典。”并举“九州”一

词为例予以说明。作者上述两点及其例证 , 笔者觉得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其实 , 在现实的语言实践中 ,诸如“目送” 、

“九州”这样确有典故出处的的词 ,在最初被征引时可能是用典 , 但随着年代久远和逐渐凝固成词 , 它的典故色彩也就渐

渐隐退 ,人们习用而不察 , 很难说使用到这个词语时就是有意在用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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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辞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道理一样 , 对于某些概念进行界定 , 要达到准确 、科学 , 并不容易 。但是 , 如果不准

确 、不科学 , 那么接下来的研究结论就未必能令人信服。因此 , 如何下好一个科学的 、准确的学术定义 , 关系就非同一般

了。从上面的略述 ,我们欣喜地发现作者关于“用典”的定义是比较周至的 ,也是比较准确的。

其次 ,本书的“用典”研究相当系统 ,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论述这一问题用力最勤 、从修辞学角度研究“用典”问题分量

最重的著作。特别是书的第四章 、第五章 , 尤其能体现这一点。如第四章论“用典的语义关照”问题 , 作者“从原典之义与

用典之义的关系”出发 , 将“用典方式”区分为“同义式” 、“转义式” 、“衍义式” 、“反义式” 、“双关式” 、“别解式”等六种。每

一种方式都有细化的再分类 ,并有理据阐述。如“转义式” ,作者具体概括了“转义式”用典的各种类型 , 分别是:“(一)原

义———比喻义” 、“(二)原义———借代义” 、“(三)具体关系———抽象关系”等三种。在第三种“具体关系———抽象关系”中 ,

作者又进一步总结了“用典”中舍其具体面 ,而取其抽象关系的几种具体模式。这种具体而微的细致概括 , 在前此的“用

典”研究中是未曾有过的。于此 , 可见作者熟读古代典籍 、勤搜语料 、用心归纳的功夫与治学严谨的精神。 又如第五章论

“用典的功用显现” ,作者从典故的功用显现的角度 ,将“用典”分为“证言式” 、“衬言式” 、“代名式” 、“代言式”等四种。每

一类又以大量的语料为依据 ,进行更细化的具体概括。如“衬言式” , 作者指出:“衬言 , 是指把典故与自己所叙事情相比

较 ,并借此达到某种修辞目的。它可分为较同 、差比 、较异 、较异同四类。” [ 2](第 140 页)四类次范畴分类之后 , 作者还有

更进一步的细化区分与论述。如“差比” ,就区分为“强比” 、“弱比”等两小类。在此基础上 , 作者又进一步对“含典差比”

在语法 、词汇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细致地总结 ,分出了五种格式。这种从语言形式特征上的细密描写 , 不仅远非从文学

或其他角度对“用典”进行研究的学者所能做到 ,就是专门研究修辞学的学者或语言学的学者也未必能做到。这里就可

以鲜明地体现出作者对“用典”问题研究的深入与扎实来。又如谈“衬言式”的“较同”小类时 , 作者对“被衬之言和用来衬

言的典故之间如何联结”问题的概括总结也是如此 ,共总结出九种情况。能够具体 、详尽地列举出这九种被衬之言与用

来衬言的典故之间的联结规律 ,如果不是对古代“用典”语料进行大量占有 ,并作过艰苦的爬梳 、整理工作 , 那是不可想象

的。这种带有“朴学”特色的学术工作 ,在今天我们普遍浮躁化的学术氛围下 ,显得格外珍贵。

再次 , 本书对“用典”修辞效果的论述比较全面,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跃升到了一个新台阶。对于“用典”的修辞效果,

笔者虽在论著中早就有所论述, 但因着眼的是“委婉修辞”的专题 ,故只局限于委婉含蓄一个方面。在本书的第七章“用典

的修辞效果”部分 ,作者除了引述笔者在《修辞心理学》中对“用典”修辞效果的结论并予以发挥外 , 又提出了另两种修辞效

果, 由此首次将“用典”修辞效果概括为这样三种:“提升性效果” 、“曲折性效果” 、“反差性效果” 。每种效果又有细分与更深

入的论述。这种概括 ,前此未有人注意到 ,是作者在深入研究了大量“用典”事实后得出的独到的规律总结 , 信而有征。关

于“曲折性效果” ,作者又区分为“委婉含蓄的效果” 、“隐晦朦胧的效果” 、“言简意赅的效果” 。这部分的举例主要限于李商

隐的作品 ,其实 ,作者在第五章第四节“代言式”中所细分的第四、五 、六 、七小类及其所举的一些例子 , 最能见出用典的曲折

性效果。关于“反差性效果” ,也能言之成理, 持之有故 ,可成一家之言。除了对“用典”效果进行系统的概括总结并论述外,

作者还以此为基础 , 又进一步探讨了“产生预期效果的条件” 。指出:“用典的修辞效果的产生并不是无条件的 , 它的产生与

否至少与下面三个因素有关。” [ 2](第 280页)这三个因素分别是:“效果产生与否依赖于读者是否了解相应典故” 、“效果的

产生与特定的场合及听读者对它的感悟有关” 、“效果的产生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观念有关” 。这三个因素的提出 , 是从修辞

接受的角度来看的 , 是非常有见地的。正因为这一章有了这一部分的论述 ,遂使其在理论上又跃升了一步。

本书值得称道的方面还有很多 ,上面三个方面只是笔者研读后感受最深的一点体会而已。正如著名修辞学家郑远

汉教授在本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:“用典不过是一种语用策略 ,一种修辞方法 , 本书能把它发掘得这样深入 , 写得这样

厚实 ,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(如文献资料的翔实), 研究方法的恰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虽然不能说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做

得很完善 ,没有缺失 , 但是作者所作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, 应予充分肯定。” [ 2](第 3 页)笔者觉得郑先生的意见是非常中

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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